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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与地理探测器对 2003—2019年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时空

分异与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结果发现:①时间序列方面,2003—2019 年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呈类“S”型增长

趋势,其中西部地区增速最快;中西部地区和全国总体省际承载力在研究期内均有所平衡,地带内差异是全国总体差

异主要来源｡ ②空间格局方面,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在空间上呈“北高南低､ 东西高中间低”的全局趋势,并由

“低水平均衡”经“较低水平轴带”转为“中等水平相对均衡”格局,同时空间自相关性渐弱｡ ③影响因素方面,

社会劳动需求和地区经济发展是影响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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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先导,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多年发展,目前我国基础教育普及水平已处于世界中上行列[1],但同时

也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仍存在着诸如城乡差距较大[2]､不同社会阶层群体享受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机会不平等问题日益突出等[3]

的不足｡对此,《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要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全面普及[4],这就要求我国的基础教育必须规模

与质量并重､改革与发展并重
[4]
,不断提高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助力教育公平｡ 

国内外学者重点关注基础教育资源及其承载力的发展现状及原因､社会影响､区域差异､发展对策等｡如,Fatsani[5]发现,马拉

维小学教育免费政策的实行使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严重不足,进而导致教育质量下降;Dong､Ho､Sung[6]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揭示了

财政分权对韩国提高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的重要影响｡Peng､Qi､Wan 等[7]指出,中国贫困省份较高的儿童抚养比和较差的经济发

展导致教育资源承载力有限,提出均衡分配教师和缩小经济差异;ZhangH､LiZF[8]发现,住宅价值与其片区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水

平有明显关联,城市化地区和私立教育不发达地区的购房者更重视教育资源;孟兆敏､潘鑫[9]发现,上海郊区的基础教育资源承载

力增速落后于人口增速,优质教育资源依然集中于中心城区,使高学历与高收入户籍人口同样倾向集聚在中心城区,最终造成人

口社会结构的空间分异;杨卫安
[10]
提出,我国城市义务教育承载力不足是由过快增长的城市人口､失衡的城乡教育资源､政府不科

学预测与不当应对措施导致,提倡“疏堵结合,以疏为主”,提高教育资源承载力;赵林､吴殿廷､王志慧等[11]发现,2002—2014 年

我国省际农村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绝对差异缓慢扩大,且不同承载力水平类型集群化分布;郭梦芳､胡碧松[12]评价了南昌市各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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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街道)的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紧张程度,并基于改进覆盖度模型分析,认为其综合服务效率偏低｡ 

综上所述,国内外的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研究早,承载力内涵､评价体系尚未形成统一认识,在地理学视角下基础教育资源承

载力时空演化规律及形成机制的研究也有待深化｡基于此,本文在定义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基础上,对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

力的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为推动我国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持｡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评价体系与数据来源 

教育资源承载力通常是指一定时空范围内的教育资源对该时空范围内人口接受各级各类教育的支撑能力或约束程度[13,14]｡本

文认为,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表示一定时空条件下的劳动力､经济和资产等教育相关资源对该地区适龄学生接受义务教育和普通

高中教育的支撑能力,即能有效容纳和培养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能力｡以基础设施､教学设备､经济保障､师资配置 4个要素为分量,

构建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 

教育数据来源于 2003—2019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影响因素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数

据查询平台､《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并对个别缺失数据做插值处理｡因数据收集原因,本文研究

区域未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 

1.2研究方法 

熵值法: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选取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故首先将数据以极大值标准化方式去量纲化,然后采用客观赋权的熵

值法对各指标赋权｡熵值法公式参见有关文献[15],多目标加权求和后得到该省份具体年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得分｡ 

泰尔指数:泰尔指数用于衡量区域差异,该值越大,表示地区间不平衡程度越高｡泰尔指数可进一步分解,以衡量地带内差异

和地带间差异对总差异的贡献,相关计算公式参照有关文献[16]｡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该法用于判断空间要素属性数据在全局上的地理分布是否具有统计上的集聚或分散特征,采用

Moran′sI 指数表示,取值范围为[-1,1]｡值为正,表示区域存在空间正相关;值为负,表示存在空间负相关｡绝对值越大,表示相关

性越强
[17]｡ 

地理探测器分析:本文采用地理探测器探测中国省际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影响因素,计算模型为[18,19]: 

 

式中,qD,G为影响因素 D的影响力值;n为研究省级单元个数;nD,i为次级区域内省级单元个数;m为次级区域个数;σ2G为全

国省级单元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得分的方差;σ2D,i为次级区域内省级单元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得分的方差｡qD,G的取值范围为

[0,1],值越大,表示该影响因素对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的影响力越强｡ 

2 结果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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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经过熵值法赋权与多目标加权求和得到 2003SSt_凩._SS—2019 年我国省域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评价值,并采用聚类分

析划分为为低水平､较低水平､中等水平､较高水平与高水平 5 级｡可知,研究期内我国各省份得分大多呈明显的持续增长态势,仅

北京市､天津市､西藏自治区､江苏省､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湖北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山西省等 9 个省份在个别年份有小幅

波动｡ 

2.1时间序列演变特征 

为分析时序演变特征,计算得到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带历年均值图(图 1)｡从图 1 可见,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演变轨迹

呈现类“S”型特征,并具有一定阶段性｡总体上可分为3阶段:2003—2010年为低速增长的第一阶段,此时承载力水平较低且增长

较缓;2010—2013 年为承载力高速发展的第二阶段,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的颁布与实施,

从 2010 年起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增长明显加快,承载力水平得到明显提升,但此阶段持续时间相对较短;2013 年至今为承载

力较高速增长的第三阶段,此阶段增速虽然再度放缓,但是仍高于第一阶段｡东､中､西三大地带演变轨迹与全国类似,具体承载力

水平及增速则有显著差别,东部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保持最高,中部和西部则始终低于全国,全国､西部､中部和东部 2019 年的基

础教育资源承载力较 2003 年分别增长了 298%､381%､261%､276%｡西部相对增速高于全国,而中部增长最慢｡至 2015年,西部 12 个

省级行政区按学生数加权得分为 0.206,中部 8 省加权得分为 0.197,西部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首次超过中部,并逐渐接近全国平

均水平｡ 

 

图 1全国及三大地带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变化趋势 

2.2区域差异演变特征 

为进一步分析区域差异及差异来源,本文绘制了得泰尔指数变动趋势(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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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泰尔指数及其分解 

从图 2 可以看出,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省际差异总体呈不断缩小趋势,且差异主要来源于东､中､西三大地带各自内部的

不平衡性｡具体而言,2003 年东､中､西三大地带承载力均衡程度相近,泰尔指数维持于 0.03 上下,随时间推移,东部泰尔指数先降

再升,并以 2007—2011年间增速最快,至 2013年达到最高值 0.048,后经小幅下降又再次回升至,2018年达到 0.049;西部和中部

泰尔指数则分别波动下降至 0.006和 0.012｡其中,中部泰尔指数于 2011年前持续降低,2011—2014年保持相对稳定,随后经过两

年短暂上升后再次下降;西部则与之相反,前期先缓慢下降再波动上升,并于2011年达到最高值0.032,而后总体呈快速下降趋势｡

这说明研究期内东部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总体渐趋不平衡,尤其体现在 2007—2011 年间,原因是北京 2007—2011 年承载力增速

远高于其他省区｡而中西部则有平衡趋势,分别主要体现在 2011年之前和之后｡由全国泰尔指数及其分解可知,全国泰尔指数先缓

慢下降,再迅速回升,并于 2011 年达最高值 0.046,后持续下降至 2019 年的 0.032｡地带内指数与之变化趋势相似,而地带间指数

前期存在小幅波动,2011 年后与全国相似｡三者研究期末泰尔指数较研究期初均有所下降,且地带内指数始终远高于地带间指数,

表明全国与地带内省际承载力均呈“平衡—失衡—平衡”的趋向变化趋势,并于 2011年达到差异最大化,而地带间差异变化逐渐

由失衡向平衡转变｡总体上,三者研究期末差异较研究期初均有所缩小,且地带内差异始终为全国省际差异的主要贡献者｡ 

2.3空间格局特征 

基于测度结果与聚类分析结果,本文选取 2003 年､2011 年和 2019 年截面数据绘制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全局趋势(图 3)

与空间格局图(图 4)｡综合分析图 3 与图 4可知,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于东西､南北方向具有不同趋势特征,但均随时间弱化｡

总体上,2003—2019 年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呈现“低水平均衡→较低水平轴带→中等水平相对均衡”的空间格局演化过程,

且不同类型地区集群分布特征明显,暗示我国相邻地区的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或存在空间关联｡ 

从图 3 可见,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得分东西方向趋势线始终呈“U”型,谷底不断东移,谷深渐浅,两侧谷壁不断平衡;南

北方向则呈现北高南低､差距缩小的特征｡可见,研究期内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于东西方向,呈现中低侧高趋势,于南北方向,

呈现南低北高趋势;两方向上的总体差异均逐步缩小,东西方向上的“中部塌陷”在空间上有偏东趋势,在程度上则呈轻微化趋

势｡ 

从图 4 可见,2003 年,近乎全部省市区均处低承载力阶段,仅京沪两个直辖市处于承载力较低水平,此时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

载力整体处于低水平均衡状态;2011年,京津沪 3地承载力已进入较高或中等水平,而华东沿海 4省､东北 3省､西部的蒙青藏疆宁

陕 6地和海南省成为较低水平,其两纵一横的轴带格局对尚处于低水平阶段的广大“中间地带”构成“Π”字形包围｡研究期末,

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整体上进入相对均衡发展阶段,此时绝大部分地区已处中等水平类型,零星承载力高或较高地区(京沪)

镶嵌其中,少数较低承载力省区(冀豫晋鲁徽､桂湘黔渝滇)形成区域组团,说明研究期内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不断增强,“中

部塌陷”空间范围缩小化｡为进一步克服教育领域的不平衡问题,基础教育层面的“中部崛起”应在今后教育政策中继续增强体

现,并注重缩小周边地区与京沪间差距｡ 

 

图 3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全局趋势 



 

 5 

 

图 4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空间格局 

2.4空间自相关特征 

为了验证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的空间依赖特性,本文基于 GeoDa 软件计算得到全局 Moran′sI 指数值(图 5)｡从图 5 可

见,Moran′sI 指数基本处于 0.14—0.38 区间,均在 0.05 置信水平下通过检验,故认为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水平具有显著的空间

依赖性,即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高或承载力低的省级行政区倾向形成空间聚类,今后地区间应加强合作交流,发挥相互促进带动

作用｡时间变化方面,除 2009､2018､2019年小幅上升外,Moran′sI指数均逐年下降,降速相对平缓期与快速期交替出现 3次,相对

平缓期以 2003—2005年､2008—2010年､2011—2014年为代表,相对快速期以 2005—2008年､2010—2011年､2014—2017年为代

表,其中尤以2014—2017年下降最快｡可见,2003—2019年我国省际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空间自相关性总体呈减弱趋势,时间上呈

现“平稳→减弱→平稳→减弱→平稳→减弱→增强”交替变化特征,即相同水平类型地区空间分布总体呈分散趋势,时间上呈现

“稳定→分散→稳定→分散→稳定→分散→集聚”的空间演化过程｡ 

 

图 5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 Moran′sI指数 

3 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在参考以往文献基础上[20-22],从基础教育资源供给侧和需求侧出发,选取各省级行政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外商投

资总额､人均财政预算支出等 8项影响因素指标作为探测因子,在对极少数缺失数据进行必要处理后,测算了各因子对基础教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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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承载力的影响力,并判断因子间交互作用｡ 

首先使用 SPSS 软件运用两步聚类方法将各项连续性探测因子分为 1､2､3､4､5 共 5 类
[23]

,随后使用王劲峰开发的地理探测器

对以上 8项待探测因子进行了探测｡由探测结果知,研究期内各探测因子对全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影响能力 q值差异明显,各探

测因素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社会劳动需求､宏观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市场活力､政府行政能力､城镇化水平､外资利用情况

､科技与人才需求,其中供给侧探测因素对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影响力略强｡可见,教育空间作为政治经济结构运行的结果与

产物[24],深受多种政治经济因素制约;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状况,此外,除提高居民生活水平､提升

政府行政能力､刺激市场活力外,培育科创产业､推进新型城镇化､合理利用外资､促进就业等外部手段对于提高基础教育资源承

载力也有着重要意义｡ 

社会劳动需求和宏观经济发展是影响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的两项主导因素｡基础教育按照社会需要培养具有基本劳动

素质的人力资源,不仅受到社会需求的引导和制约,还应与社会需求相互适应｡地区经济实力越强,宏观经济发展向好,则社会各

方面对教育的投入自然越多,而教育投入反过来又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两者相辅相成[25]｡ 

居民生活水平､市场活力和政府行政能力同样是影响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的重要因素｡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在基本生

活得到保障的同时,其对基础教育尤其是优质基础教育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倒逼基础教育资源数量和质量提升｡居民更愿意将家

庭支出投入到教育消费中,客观上促进了基础教育发展｡政府行政能力与秩序增强则可有效协调多方位资源规划建设好该地基础

教育系统,进而提高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在我国现行体制下,财政性教育经费是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26],公办学校仍然是基础教

育的主力军,其发展依赖于财政拨款,而拨款数额则受到政府行政能力和对教育重视程度的限制｡社会办学可弥补政府办学在时

间滞后和空间不均等方面的不足,故教育市场的社会资本准入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地区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水平｡ 

外资利用情况､城镇化水平和科技与人才需求也对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具有不同程度影响｡放宽教育领域对外资的准入限制

既可丰富我国基础教育资源,也给我国家庭提供了多样化的教育选择｡随着城镇化水平提高,家长愈发重视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

的质量｡同时,“教育市民化”也是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内涵和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另外,社会对于科技进步的注重和对高素质

人才的需求会不断促进基础教育资源数量和质量的提升,为高等教育储备充足优质人才｡ 

由交互作用探测结果知,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水平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且任意两影响因素交互影响力均高于其二者任一单

因素的影响力,交互结果多为双因子增强,个别为非线性增强,各因素协同影响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提升｡ 

4 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与地理探测器对 2003—2019 年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的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进行了

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①时间序列方面,2003—2019 年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呈类“S”型增长过程,其中西部地区相对增

速最快,中部地区最慢｡全国省际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呈“平衡→失衡→平衡”的趋向变化,承载力差异主要来自地带内差异,且

除东部地区外,中部､西部和地带内､地带间差异在研究期内均有所缩小｡②空间格局方面,我国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北高南低､

东西高中间低”的趋势逐渐弱化,并依次经历了由“低水平均衡—较低水平轴带—中等水平相对均衡”的空间格局演化过程｡此

外,各省份承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但依赖性逐渐减弱｡③影响因素方面,社会劳动需求和宏观经济发展情况对其基础教育

资源承载力影响最密切,居民生活水平､市场活力和政府行政能力影响力次之｡此外,外资利用情况､城镇化水平和科技与人才需

求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基础教育资源承载力有所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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